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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污名对从业者自我评价的威胁往往是研究者探讨职业污名影响机理的基本

前提，然而这一前提是否成立仍待验证。综合社会认同理论和压力应对理论，基于218名一线煤

矿工人及其直接上级的三阶段配对数据，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职业污名感会令从业者的核

心自我评价受到贬损，进而影响其任务绩效；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能够使职业污名感对员

工核心自我评价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当员工采取更多的回避型应对策略时，职业污名感对核

心自我评价的负面影响会增强。本研究夯实了职业污名研究的逻辑基础，并从应对视角拓展了

职业污名的影响机制研究。就实践而言，研究结果对被污名化的职业经理人及从业者选择职业

污名应对策略、提升应对能力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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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时代应当让劳动者更有尊严”，职业污名的客观存在却对此构成了威胁。职业因具有一些

令人“丢脸”的特性而被公众贬低、排斥的总体程度即为职业污名（occupational stigma），其
对从业者自我认知的贬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Kamise，2013；Ashforth和Kreiner，2014；
Bosmans等，2016；Schaubroeck等，2018）。实践表明，大多被污名化职业的从业者，如清洁工、狱

警、家政人员等，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坚实力量，深入探讨职业污名对从业者自我评价

的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不仅有助于从业者自我认知的提升，亦能为相关企业改善管理水平提

供思路，意义深远。

Hughes（1951）将那些因具有污点特征而被污名化的职业界定为“肮脏”工作（dirty work），
即由于工作任务本身在身体、社交或道德层面具有污点特征而被外界所厌恶或贬低的职业

收稿日期：2020-01-13
基金项目：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CXJJ-2016-34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9BGL133）；

2018年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2018BGL022）

作者简介：周　晔（1978—），女，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通讯作者，zyssbx@163.com）；

黄　旭（1970—），男，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欧阳侃（1986—），女，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第 42 卷 第 8 期 外国经济与管理 Vol. 42 No. 8
2020 年 8 月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Aug.  2020

 

5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2卷第8期）



（Hughes，1951；Ashforth和Kreiner，1999）。其中，身体层面的污点特征指工作环境差、危险（如

矿工），以及处理“脏”的或令人忌讳的事物（如入殓师）；社交层面的污点特征体现为在具体工

作中需要和“脏”的人打交道（如狱警），或者在工作中处于服务仆从地位（如家政人员）；道德层

面的污点特征则指工作本身或工作手段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包含不道德的成分（如私人侦探、

舞女等）。Hughes（1951，1962）研究肮脏工作的初衷在于揭示职业会由于本身具有污点特征而

被外界排斥，并对从业者的自我观念产生负面影响，其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已有文献

对职业污名影响机理的逻辑推演大多以职业污名对从业者自我评价的影响为前提而展开

（Shantz和Booth，2014；Schaubroeck等，2018）。Lai等（2013）认为，职业的污点特征之所以会导

致从业者的职业不认同，是因为个体为了维护自我认知而选择与使自我受到贬损的职业群体

划清界限，认为尽管“我”从事这个职业，但是“他”（职业）是“他”，“我”是“我”，而且“我”并不是

很同意“他”的一些“做法”，因此“他”不好并不意味着“我”也差。然而，这一推理过程中支撑命

题的验证却被研究者忽略了：职业污名会负向影响从业者的自我认知吗？Ashforth和Kreiner
（1999）发现，来自实践的证据并不能说明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自我认知一定会受到职业污名的

负面影响，原因是从业者会从认知层面采取应对策略。Ashforth等（2006，2007）通过一系列研

究探讨了从业者可能采取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但没有进一步验证应对策略的作用效果。在

Ashforth等研究的基础上，Bosmans等（2016）将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归纳为适应型和适应不良型

两种类型，他们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发现，大多数家政人员可能同时采用不同类型的职业污名应

对策略，此时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无法清晰界定不同类型应对策略的作用效果，职业污名对从业

者自我认知的负面影响是否存在亦未能被验证。综上可见，已有研究中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

明职业污名会负向影响从业者的自我评价，从业者所采取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的效果亦尚不

明确。

鉴于此，首先，本文拟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探讨并检验职业污名影响机理中的这一支撑性命

题：职业污名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员工的自我评价？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评价受到

其社会身份的影响（Tajfel和Turner，1986），职业是个体重要的社会身份之一，外界对个体所从

事职业的贬损和排斥会负向影响个体经由职业构建的社会身份，自我评价也可能因此受损。其

次，本文拟探讨主动和回避两种类型的应对策略在职业污名对员工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如何发

挥作用？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指从业者采取的反驳、否认或力图改变施污者观点的应对策

略；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指从业者采取的接受、认同和内化职业污名的应对策略。污名情

境下的压力—应对模型显示，衡量社会污名对个体产生的影响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对污名威

胁程度的评价，二是对污名应对能力的评价，当前者高而后者低时，污名的负面影响最大

（Miller，2006）。职业污名感高低反映了从业者对职业污名威胁程度的认知，而职业污名应对策

略选择代表了从业者的污名应对能力。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是对职业污名的否认和反驳，

意味着从业者具有较高的污名应对能力，能缓解职业污名对自我评价的影响；反之，回避型职

业污名应对策略则是对职业污名的内化和认同，表明从业者污名应对能力较差，可能强化职业

污名对从业者自我评价的作用。再次，为了全面理解职业污名对从业者自我评价的影响后果及

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是否有效，本文拟将任务绩效纳入研究模型，探究职业污名是否以及如何通

过影响员工的核心自我评价而作用于其工作行为。

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探讨并验证了职业污名感对员工自我评价存

在的负面影响，回应了Hughes（1951）关于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自我认知会由于职业的污点特征

而受到贬损的推论，夯实了职业污名进一步研究的逻辑基础。第二，首次剖析并借助来自实践

的数据关系验证了不同类型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是否以及如何能有效缓解职业污名对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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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影响，从压力应对视角拓展了职业污名影响机理研究。对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作用

效果的探讨解释并验证了Ashforth和Kreiner（1999）基于来自实践的经验提出的观点：由于从

业者会主动采取应对策略，职业污名并不一定负向影响他们的自尊；对主动型和回避型两类应

对策略作用效果的分析及对比则验证了Bosmans等（2016）提出却未能证明的推论：不同污名

应对策略的作用方向可能并不一致。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研究结果有助于从业者发现自己固

有的职业污名应对能力，并选择有效的策略来维护自我认知，减少任务绩效受到的损害。特别

地，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样本来源煤矿工人更为适用。煤矿工人职业任务危险性高、工作环境

差，是典型的具有身体层面污点特征的职业，职业污名化程度较高。与此同时，煤矿工人是社会

发展重要的建设者和辛勤的劳动者，从认知层面帮助他们应对职业污名的负面影响十分必要。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维护煤矿工人尊严以及对于煤矿企业开展更加有效的培训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二、  理论与假设

（一）职业污名感和核心自我评价

当职业被污名化时，从业者通常都有所感知（Ashforth和Kreiner，1999），从业者感知到的

其职业被污名化的程度被称为职业污名感（perception of occupational stigma）（Shantz和Booth，
2014）。Goffman（1969）将污名定义为一种表明个人或群体具有一些被贬低和不受欢迎特征的

标签。职业是个体最重要的社会身份之一（Deaux等，1995），职业污名的存在意味着个体和职

业相联系的社会身份被贬低。职业污名感越高，从业者越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拥有一个被贬低

的社会身份。社会认同理论表明，个体的自我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社会身份的影响

（Tajfel和Turner，1986）。可见，通过对个体社会身份的贬损，职业污名感可能降低从业者的自

我评价。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基于群体特征界定自己的过程包括三个步骤：社会分类、社会比较

和社会认同。个体将自己归类于某群体的过程即为社会分类，被归为同一群体的个体由此具有

了拥有该群体核心特征的可能。在被归类为某一群体后，个体倾向于将“好”的特征赋予所属群

体，以此来达到自我提升的目的。由于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

个体会通过对比所属群体和其他相关群体的特征来评价所属群体是“好”还是“坏”，这一过程

即为社会比较。在明确了所属群体的特征之后个体以该特征来界定自己的过程则为社会认同

（Tajfel，1978）。职业群体是从业者最重要的所属群体之一，无论是否愿意，一旦从事了被污名

化的职业，从业者就具有了用基于职业的“污点”特征来自我界定的可能。尽管在与外群体或其

他职业比较的过程中，被污名化职业的从业者更愿意通过向下比较或突出所属群体优点的方

式来提高对所属职业的评价，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职业污名是公众基于该职业具体任务中一些

“不好”的特征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稳定的社会确认性，选择性社会比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让

从业者更加强调并认识到其所从事职业比其他职业好的部分，但同时，刻意回避污点特征来进

行社会比较的过程也可能使从业者更加深刻地感知到职业污名存在的客观性。由此可见，职业

污名感越高，职业具有的污点特征就越不容易被忽视。在明确了所属职业具有“污点”特征后，

从业者会以此来界定自我，污名感越高，基于职业群体“污点”特征而形成的自我评价则越低。

个体对自身能力、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被定义为核心自我评价，由自尊、自我效能

感、情绪稳定性和控制点四个特质构成（Judge等，2003）。有研究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个体

的核心自我评价稳定且不可塑；亦有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外在刺激物的影响下，自我评价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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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改变（Judge和Kammeyer-Mueller，2011）。在一项来自119名学生样本的实验中，实验员

在被试做题后随机给出反馈意见，那些获得正面反馈意见的被试其核心自我评价会显著高于

获得负面反馈意见的被试（Schinkel等，2004），可见核心自我评价有可能在外界的影响下发生

改变。Crocker和Major（1989）认为，被污名化群体的成员会逐渐认同主流群体施加于其所在群

体的污名，从而产生身份威胁感，自我评价亦会由此而降低。一些来自被污名化职业从业者的

访谈研究验证了这一点。针对私人侦探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私人侦探从事类似于警察的工

作，但是其职业道德和所应用的手段被外界质疑的程度较高，意识到这一点的私人侦探其自尊

会受挫（Löfstrand等，2016）。墓地工作人员则表示：“我们的工作极大地方便了逝者家属，虽然

他们表面对我们客气，但我仍能感觉到他们尽可能避免跟我们进行身体接触和多交流。我真想

跟他们说，我没有病，请不要这样对我，但是我知道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Batista和Codo，
2018）从字里行间可见，当感受到被客户排斥和疏远时，墓地工作人员非常无力和自卑。情绪的

稳定性是判断员工自我评价高低的标志之一，职业污名感会对从业者的情绪产生负面影响。来

自医生的数据显示，职业污名感会使得医生这种职业声望高，但是因为医患矛盾的存在而被污

名化职业的从业者产生较高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周晔和黄旭，2018）。本文的样本来源煤矿工人

被称作“开采光明的人”，然而危险的工作环境和艰苦的作业条件使很多人对这一职业望而却

步。谈到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时，煤矿工人常说“没有其他能力，只能吃苦受罪挣点钱啊”“我的

孩子我绝对不能让他干这个工作，太没出息了”，可见意识到职业被污名化的煤矿工人其自我

评价相对较低。

综上，基于理论推导和实践经验，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职业污名感对从业者核心自我评价有负向影响，职业污名感越高，从业者核心自我评

价越低。

（二）职业污名感和任务绩效

职业污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表现在认知领域，也涉及行为领域，如高离职意愿、高

职业倦怠等（Schaubroeck等，2018；Clough等，2019）。一项来自香港的研究发现，菲律宾女佣将

家政服务视为专业技能，而华人家政人员则常常认为自己从事了一个地位低下、供人使唤的工

作，职业污名感低的菲律宾女佣在提供家政服务时更周到，雇主对其服务水平的评价也更高

（Cheung和Mok，1998）。本文认为，随着从业者职业污名感的提升，其任务绩效可能会降低。

职业之所以被污名化是由于工作任务具有一定的“污点”特征，包括工作本身危险、犯禁

忌、地位低下，或者在道德上不被认可等，而具有“污点”特征的工作任务是由肮脏工作从业者

来完成的。社会认同理论表明，外界对个体所属群体的评价会成为个体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Tajfel，1978；Tajfel和Turner，1986）。职业污名是外界给一定的职业所贴的一种“不受欢迎”标
签，当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受欢迎”时，从业者执行工作任务的质量会受到影响。首先，当劳动

付出不能得到正面评价时，从业者的劳动投入越多，心理落差就越大（周晔和黄旭，2018），为了

缓解落差，从业者可能会减少工作投入，任务绩效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尽管煤矿工人为社会经

济发展开采了能源，但仍有人会因为煤矿工人的身份而轻视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职业身份被轻

视的煤矿工人其工作积极性会降低，进而出勤率受到影响。其次，一定职业具体的工作任务很

多，不同工作任务具有“污点”特征的程度各异（Kreiner等，2006），职业污名感强的从业者可能

更趋向于回避污点特征明显的工作任务，而这些任务往往是提升绩效的关键因素。比如，由

于在工作中要和带有病菌的病人打交道，医护人员被认为是社交层面的肮脏工作从业者

（Ashforth和Kreiner，1999）。在灾难性的疫情面前，全社会都会歌颂参与一线救援的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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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们是“逆行的白衣战士”，但仍然不乏有小区因为害怕医务人员携带病毒而将其拒之门

外的事例，这样的事件如果不严厉制止，当感知到由于参与一线救援而被他人排斥时，有的医

务工作者在未来面对传染性病源时就可能选择回避。再次，职业污名感给从业者增加了污名管

理压力（张燕和李贵卿，2017）。职业污名的存在使得从业者不得不花费精力去考虑应对职业污

名的事情，比如丧葬从业者会努力在陌生人面前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Batista和Codo，2018），
执行动物安乐死的饲养员常因为被人要求描述任务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感受而苦恼（Baran等，

2016），这种精力的消耗对从业者任务绩效的提升是不利的。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职业污名感对从业者任务绩效有负向影响，职业污名感越高，从业者任务绩效越低。

进一步地，本文认为职业污名感对任务绩效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经由员工自我认知的

改变而发生的。有研究表明，高核心自我评价的员工会形成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

（Kammeyer-Mueller等，2009；Chang等，2012）。一项基于149篇实证论文的元分析发现，核心自

我评价会显著影响任务绩效，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19（Chang等，2012）。可见，高职业污名感会

导致从业者核心自我评价受损，此时由于自尊、自信心下降，情绪不稳定且缺少对工作的控制

力和影响力，从业者可能会收缩工作行为，进而导致任务绩效的下降。

结合假设H1和假设H2a，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b：职业污名感通过影响从业者的核心自我评价而降低任务绩效。

（三）职业污名应对策略的类别及作用效果

1. 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及其分类

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指从业者从认知和行为层面采取的一系列缓解职业污名负面影响的应

对方式（Bosmans等，2016）。Ashforth和Kreiner（1999）认为，职业污名会促进工作组内部文化氛

围的形成，从而使其能更有效地从职业意识形态和社会权重两个方面采取污名应对策略，缓解

工作角色认同感的下降。通过对18种声望高低不同、类型各异的被污名化职业中54名管理人员

的半结构式访谈，Ashforth等（2007）发现，与普通员工相比，经理层不仅要自己应对，更要帮助

员工克服职业污名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对访谈内容的文本分析，他们总结出管理人员常用的

四种应对策略，并认为这些策略亦适用于普通员工，包括职业意识形态、社会缓冲、应对客户和

公众、防御策略。这项研究不仅丰富了污名应对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弥补了之前对职业污名应

对策略的探讨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不足。Bosmans等（2016）将Ashforth等（Ashforth和Kreiner，
1999；Ashforth等，2007）构建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归为两类：适应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和适应

不良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前者指消除或对抗污名，并帮助自己形成积极自我认知的应对策

略，具体应对方式如：职业意识形态重构（价值重塑，即强调职业的意义和价值；污点重述，即从

新的视角解释职业被污名化的特点；焦点重聚，即强调职业中没有被污名化的特征）、社会权重

（批评批评者、支持支持者、内群体偏好）、直接反驳，以及防御措施（谴责或远离施污顾客或雇

主）；后者指由于接受并内化了职业污名而认可、保持甚至提升污名，并且形成负面自我认知的

应对策略，具体应对方式如外群体偏好和污名内化。除此之外，一些应对效果不确定的职业污

名应对策略没有得到归类，如基于社会权重的选择性社会比较、规避或隐瞒污名工作、和角色

任务保持距离或内群体不认同等防御措施。本文基于Bosmans等（2016）对职业污名应对策略

的划分，将可明确归类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分为主动型和回避型两种。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

略指具有职业污名的从业者为减少职业污名的消极影响而从认知和行为层面采取的反抗、削

弱和纠正职业污名的策略，包括职业意识形态和内群体偏好；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指具有

职业污名的从业者为减少职业污名的消极影响而从认知和行为层面采取的接受、内化和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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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污名的策略，包括污名内化和外群体偏好。

2. 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效应的发生机制

基于压力应对理论，Miller等构建了污名情境下的压力—应对模型，该模型将被污名者对

污名的认知评价分为初级和次级两个阶段，初级阶段对污名的威胁进行评价，次级阶段对应对

能力和应对资源进行评价，当评价的威胁程度高而应对能力差时，污名对自我认知的负面影响

最强（Miller，2006）。在应对职业污名的过程中，从业者职业污名感的高低即为第一阶段的评

价，职业污名感高时，其对自我认知的负面影响会增大。然而，这一影响的大小受到次级评价即

从业者职业污名应对能力的制约，当应对能力高时，职业污名对自我评价的负面影响会减弱，

反之则可能增强。一项针对400多名大学生的电子访问问卷调查验证了积极应对策略的有效

性。数据显示，接近90%的被试认为主动的污名应对策略比消极的污名应对策略对于维持被污

名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更有效，认为消极应对策略更有效的被试只有大约10%（Buizza等，

2017）。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包括主动型和回避型两种，下文将分别论述这两种策略是否能有效

应对职业污名带来的负面影响。

（1）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的缓解作用

由社会认同理论可知，人们通过其所属群体来构建自我（Tajfel和Turner，1986），而职业群

体是个体归属的最重要群体之一，当所从事的职业遭遇污名化时，从业者的自我身份亦受到威

胁，出于自我提升的目的，从业者会采取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即对职业污名进行反驳、否

认或力图改变施污者的观点（Kreiner等，2006）。能够积极采取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意味

着从业者应对职业污名的能力相对较强，这对职业污名感的负面影响有缓解作用。

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赋予职业积极的意义，二是表达对内群

体的喜欢和认可（Ashforth和Kreiner，1999）。首先，职业价值重塑、污点重述和焦点重聚策略能

帮助从业者向他人强调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并说服外界转变对其职业的评价

和认知，降低职业被污名化的程度。比如，在首个“中国医师节”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医务工

作者要“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断为增进人民健康做出新贡献”，医生群体则纷纷通

过媒体表达了其对职业精神的秉承和对职业意义的深刻认知。在医患矛盾不断突显，医生群体

在一定程度上被道德污名化的背景下，这样的活动能有效改善外界对医生群体的认知，使医务

工作者的劳动得到社会应有的认可和尊重，使其价值得以体现。对于身体层面的肮脏工作，以

煤矿工人为例，通过强调煤矿安全设施的改善（污点重述）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焦点重聚），

公众对煤矿工人固有的文化水平低、工作危险程度高等根深蒂固的认知会有所减弱。

其次，构建积极的职业意识形态不仅能说服他人，更能说服自己转变观念，深入认识职业

污名产生的原因并加以解释和理解，建立职业自豪感，从而缓解职业污名感对自我评价的贬

损。比如，动物饲养员有时不得不对动物执行安乐死，这一工作任务在身体层面、社交层面和道

德层面都具有被人所排斥、贬低的特征，是典型的肮脏工作。然而，在深入理解了动物安乐死在

动物健康管理、资源合理分配、疾病控制等领域的意义后，动物饲养员对所从事职业有了更深

层次的了解，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自我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维护（Baran等，2012）。
再次，内群体偏好是社会认同过程中积极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有效手段。内群体偏好者

更愿意以群体特点来定义自己，与外群体相比，内群体偏好者对所属群体有更积极的认知，借

助内群体身份，个人的社会自我亦得以维系。比如：墓地工作人员由于接触和卷入人们常常避

讳不谈的“死亡”禁忌而被污名化，同事之间的相互协作和依靠是支撑他们完成工作、保持稳定

情绪的重要因素。在一次调研中，墓地工作者对内群体成员的赞美和感谢被多次提及，并且和

“心情好”“也不错”等积极词语紧密联系（Batista和Codo，2018）。由此可见，职业污名感对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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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的负面影响对于内群体偏好者而言可能相对较弱。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能够缓解职业污名感对从业者核心自我评价的负面影响，

当从业者采取较多的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时，职业污名感对核心自我评价的贬损程度会

减弱。

（2）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的强化作用

从业者接受、内化和规避职业污名的应对方式即为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包括污名内

化和外群体偏好等。采取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意味着从业者不但放弃反抗，而且接受和认

同职业的污名化，表明从业者应对职业污名的能力相对较低，基于污名情境下的压力—应对模

型可知，此时职业污名对从业者自我评价的负面影响可能增大。

污名内化指被污名者认同自身或群体被施加的污名，并形成稳定的自我污名。无力应对是

从业者选择污名内化的原因之一（Ashforth等，2007）。职业污名是社会建构的，相对稳定而且

难以改变，为了维护自尊，从业者会合理化污名来为自己的无力进行辩解。另外，有关群际关系

的研究已经证明，低地位群体由于对内群体的评价相对较低，因此对内群体会产生排斥感，对

外群体反而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Jost等，2002）。对于从业者而言，外群体偏好表明其对职业

污名存在的默许和容忍（李琼和刘力，2011）。综上可见，污名内化和外群体偏好应对策略显示

从业者对自身的职业污名应对能力评价较低，这对职业污名感的负面影响有强化作用。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b：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会增强职业污名感对从业者核心自我评价的负面影响，当

从业者采取较多的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时，职业污名感对核心自我评价的贬损程度会

增强。

（四）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对核心自我评价中介作用的影响

综合假设H2b和假设H3a，本文认为，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可能影响职业污名感经由

从业者核心自我评价而负向影响任务绩效的程度。如果从业者不能有效应对职业污名，则可能

导致低职业承诺、低绩效水平和高离职率（Ashforth和Kreiner，1999）。当员工采取积极主动的

措施应对职业污名时，其核心自我评价得到维护，此时职业污名经由核心自我评价而引起任务

绩效下降的可能性较小。相反，如若员工不能采取有效的职业污名应对措施，职业污名感对核

心自我评价的贬损相对较高，员工提升任务绩效而需要具备的一系列工作资源如控制力、自信

心和工作激情等就会下降，从而导致较低的任务绩效。

综合假设H2b和假设H3b，本文认为，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可能影响职业污名感经由

从业者核心自我评价而负向影响任务绩效的程度。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是员工基于对所

从事职业所受负面评价的认可而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表达对所从事职业的不认可、表

达对其他职业的憧憬、尽可能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远离自己的从业场所等。在职业污名对自

我评价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作用于任务绩效的路径上，极力回避和否认职业身份往往伴随着从

业者对自我社会身份不认可的强化，此时员工自我评价不升反降，具体工作执行过程中的绩效

亦会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当采取较多的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时，职业污名感经由从业者核心自我评价而

对任务绩效的贬损程度会有所减弱。

H4b：当采取较多的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时，职业污名感经由从业者核心自我评价而

对任务绩效的贬损程度会有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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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显示了本文的研究模型。
 
 

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

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

职业污名感 核心自我评价 任务绩效

图 1    研究模型
 

三、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样本和程序

由于具有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危险等人们普遍想要排斥和远离的特征，煤矿工人的工作

是典型的身体层面肮脏工作（Ashforth和Kreiner，1999）。本文以煤矿工人为被试来验证所提假

设。样本来自华北某省的两家国有煤矿企业，问卷回收采取当面讲解、当场回收、滞后两期、上

下级匹配的方式进行。第一次发出268份问卷并全部收回，剔除无效问卷之后，共获得246份有

效问卷。间隔一个月后进行第二次问卷回收，除了少数几名请假和离职的人员，其余人员的问

卷全部收回，有效问卷239份。一个月后由上级对下级的任务绩效进行评价，三次数据最终匹配

成功218份问卷，回收率达81.3%。问卷来自27个工作班组，其中，一线井下工人21组，共173人，

平均每组8.2人，全部为男性；地面煤矿运输工人5组，共21人，其中含6名女性，平均每组约4人；

机电科工人1组，共24人，其中含12名女性。被试平均年龄37.7岁。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

57人，占26.1%；高中及中专66人，占30.3%；大专55人，占25.2%；本科37人，占17%；硕士及以上

3人，占1.4%。平均工作年限为12.85年。

（二）量表来源

职业污名感、核心自我评价、任务绩效、工作肮脏感4个变量的测量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

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所有英文量表都通过翻译和回译程序翻译成中文。

职业污名感量表源自Pinel（1999）有关污名意识的量表，Pinel和Paulin（2005）将该量表运

用于工作情境，并进行了语句上的微调。量表共6个题项，如“很多不从事我们这行的人很难平

等地看待我们”（α=0.820）。
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量表是在特定职业情境下对从业者一系列应对策略的概括与提炼，已

有研究对职业污名应对策略进行了理论探讨和详细分类，但并未提出测量各个维度的具体题

项。本文运用演绎和归纲相结合的方法对已有策略进行了分类并提炼出测量题项（Hinkin，
1998），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基于Ashforth等（Ashforth和Kreiner，1999；Ashforth等，2007）所提

出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类别确定职业污名应对策略的各个维度。其次，基于Bosman等（2016）
对职业污名应对策略的分类，将各个维度归类于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或回避型职业污名

应对策略。再次，参照Ashforth等（2007）对来自职业声望、污点特征各不相同的54名肮脏工作

企业经理人的访谈问题，结合煤矿工人的特点，凝练出16个预设问题，并对22名煤矿工人进行

半结构式访谈，访谈问题包括“社会上有些人会看不上咱们煤矿工人的工作，你觉得是这样吗？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们的工作太危险，一般人很难承担，你觉得呢？”等。在将访谈结果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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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后，提炼出40个原始题项（Ashforth和Kreiner，1999；Ashforth等，2007），其中主动型职业污名

应对策略含7个维度共31个题项，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含2个维度共9个题项。最后，以华北

地区某国有煤矿的149名煤矿工人（平均年龄37.6岁，平均工作年限10.32年）为样本进行问卷调

查，并利用所得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获得15题项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量表和

8题项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量表。提问句为“回想您的工作经历，每当您想到当一名煤矿工

人可能会被外人小瞧时，您持有下列想法或行为的程度如何？（1为‘从未有过’，5为‘总是这样’）”。
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量表由价值重塑（4个题项）、污点重述（4个题项）、焦点重聚（3个题

项）、内群体偏好（4个题项）共15个题项构成，代表性题项如“社会离不开我们这样的采煤人”；
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量表由污名内化（3个题项）和外群体偏好（5个题项）共8个题项构成，

代表性题项如“我们这些人都没什么本事，所以不得不在煤矿当矿工”。本研究中，主动型职业

污名应对策略量表的信度为0.873，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量表的信度为0.833。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来自Judge等（2003）开发的12题项量表中的10个题项。国内学者杜建政

等（2012）对Judge等的12题项量表在中国情境下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发现评价自身能力的两个

题项“只要努力，我一般都会成功”和“我能自己决定生活中将要发生的事”在东方文化背景下

不是十分适用。鉴于此，本文去掉了这两个题项。代表性题项如“我能成功完成各项任务”（α=0.894）。
任务绩效量表来自Williams和Anderson（1991）开发的5题项量表，代表性题项如“他通常能

够达到所有工作对他的正式要求”（α=0.858）。
人口统计学变量员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为控制变量。考虑到煤矿工人繁

重的劳动和严峻的工作环境，身体肮脏感对煤矿工人有着较大的影响，除人口统计学变量外，

在模型检验过程中将身体肮脏感作为控制变量。身体肮脏感量表来自Lai等（2010）开发的5题
项量表，根据被试特点在用词上做了微调，代表性题项如“为了完成工作，我需要做一些对我身

体健康有危害的任务”（α=0.894）。
（三）分析方法

尽管本文模型中的变量都处于个体层次，但数据来源于27个不同班组，数据结构具有嵌套

效应。依据ICC（1）>0.05和ICC（2）>0.50的经验标准（James，1982），对来自上级报告的变量任务

绩效进行独立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任务绩效的方差值在不同组别间有显著差异[F（27，218）=
5.299，p<0.001；ICC（1）=0.243；ICC（2）=0.880]，可见不同组别的观测样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

立性。本文运用Mplus 7.0软件构建跨层分析模型，在估计个体层次影响效应的同时控制组间

方差，消除组别的不同对变量关系的影响。模型估计之前，对所有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

Mplus 7.0软件对比模型拟合度用于检测区别效度。所有中介效应置信区间的估计采用蒙特卡

罗模拟计算法，可重复随机抽样次数均为20 000次。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测量了5个主要变量：职业污名感、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

策略、核心自我评价、任务绩效，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估变量测量结果之间的区分效度。考虑

到我们的样本量较小（N=218）而测量题项较多（45个题项），这会影响拟合指数的有效性，遵循

以往研究经验（Little等，2002），我们对量表中的现有题项进行了打包处理。按照关系—平衡法

（Rogers和Schmitt，2004），我们将题项按负荷大小进行排序，用高配低的方法将这5个变量分别

打包成3个观测指标。完成指标处理后，本文对观测指标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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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所示，观测数据与假设模型（五因子模型）之间的拟合度很好（χ2=150.9，df=80；
RMSEA=0.050，CFI=0.946，TLI=0.929），且五因子模型的所有题项在其测量构念上的标准化因

子载荷水平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构念测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而其他五种替代模型

拟合度较差，可见五因子模型的区分效度较好。
 

表 1    测量模型比较

模　型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五因子模型 150.9 80 1.886 0.946 0.929 0.050
四因子模型 应对策略合并 331.3 84 3.944 0.812 0.845 0.116

三因子模型
应对策略+核心自我评价 660.223 87 7.589 0.563 0.473 0.174
应对策略+任务绩效 653.393 87 7.510 0.569 0.479 0.173

二因子模型 职业污名感+应对策略+核心自我评价 969.893 89 10.898 0.329 0.208 0.213
单因子模型 1 031.608 90 11.462 0.283 0.163 0.219
 
 

本文用共同方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造成的偏差问题（Podsakoff等，2003），结果显示，加入

方法因子之后的模型其拟合度相较于基准模型有了显著的提升（Δχ2=59.5，Δdf=15，p<0.001），
这说明观测数据有一定的同源偏差问题。本文进一步应用Harman单因素因子分析法来检验同

源偏差问题。对模型中的5个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不旋转）的结果显示，共析出5个主成分

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个主成分可解释的方差为15.703%，5个因子总的累计方差为

74.101%，第一个主成分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百分比约为21.2%，这个值低于学者们推荐的

40%的较为严苛的标准。可见本文构建的五因子模型有一定的方法偏差问题，但是并没有严重

到影响研究结论的程度（张勉等，2011）。
（二）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的相关性。从相关系数表中可以看

到，职业污名感和员工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相关（r=−0.136，p<0.05），而核心自我评价和任务

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r=0.278，p<0.01），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和理论预期相符。
 

表 2    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职业污名 3.591 0.596 （0.820）
2.主动型职业污
名应对策略 3.894 0.658 0.198** （0.873）

3.回避型职业污
名应对策略 3.194 0.950 0.236** 0.038 （0.833）

4.核心自我评价 3.314 0.726 −0.136* 0.137* −0.114 （0.894）
5.任务绩效 3.896 0.606 −0.173* 0.071 −0.109 0.278** （0.858）
6.身体肮脏感 3.744 0.943 0.057 0.006 0.136* −0.129 0.053 （0.895）
7.性别 1.087 0.283 −0.138* −0.006 −0.286** −0.055 0.085 −0.092
8.年龄 37.700 8.504 −0.002 0.050 0.077 −0.128 −0.051 0.048 0.009
9.受教育程度 2.450 1.075 −0.020 −0.043 −0.166* −0.012 0.157* −0.037 0.144* −0.512**

10.工作年限 12.851 7.087 −0.023 0.074 0.021 −0.068 0.063 0.006 0.124 0.717** −0.314**

　　注：员工样本量N=218，内部一致性系数标注在括号内。性别：男=1，女=2。*p<0.05，**p<0.01，
***p<0.001。
 
 

（三）假设检验

假设H1认为，职业污名感对核心自我评价有负向影响。从数据运行结果来看，如表3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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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所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及工作肮脏感后，职业污名感和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相

关（β=−0.110，SE=0.055，p<0.05），假设H1得到了观测数据的支持。参照Baron和Kenny（1986）推
荐的程序对核心自我评价在职业污名感和任务绩效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由表4的模型6可
见，职业污名感对任务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β=−0.093，SE=0.040，p<0.05），假设H2a亦得到了

观测数据的验证。对于假设H2b，由表4的模型7可见，核心自我评价与任务绩效显著正相关

（β=0.136，SE=0.038，p<0.001），表4中的模型8显示，在控制了员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工作年限及工作肮脏感，并将职业污名感和核心自我评价同时放入回归方程后，职业污名感对

任务绩效的影响由原来的显著（β=−0.093，SE=0.040，p<0.05）变为了不显著（β=−0.076，
SE=0.040，n.s.），而此时，核心自我评价对任务绩效的影响仍然显著（β=0.131，SE=0.037，
p<0.01）。由此可见，核心自我评价对职业污名感与任务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为了进

一步检验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本研究运用蒙特卡罗模拟计算法，重复抽样20 000次来估

计这一间接效应的无偏置信区间。结果如表5所示，职业污名感对任务绩效的影响是经由核心

自我评价的降低而产生的（中介效应值为−0.014，置信区间为[−0.034，−0.0003]）。假设H2a、
H2b均得到了观测数据的支持。
 

表 3    模型回归系数表（一）

预测值
核心自我评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估值 标准误 估值 标准误 估值 标准误 估值 标准误 估值 标准误

截距 4.252*** 0.408 4.217*** 0.404 4.209*** 0.393 4.313*** 0.411 4.337*** 0.402
性别 −0.099 0.188 −0.098 0.187 −0.098 0.182 −0.156 0.193 −0.108 0.189
年龄 −0.019* 0.009 −0.018* 0.009 −0.020* 0.009 −0.019* 0.009 −0.020* 0.009
受教育程度 −0.067 0.055 −0.062 0.055 −0.048 0.053 −0.072 0.055 −0.076 0.054
工作年限 0.007 0.010 0.004 0.010 0.006 0.010 0.007 0.010 0.006 0.010
身体肮脏感 −0.066 0.050 −0.067 0.049 −0.065 0.048 −0.058 0.050 −0.076 0.049
职业污名感 −0.110* 0.055 −0.137* 0.055 −0.179** 0.055 −0.094 0.056 −0.093 0.055
主动型职业污名
　应对策略

0.120* 0.051 0.080 0.051

回避型职业污名
　应对策略 −0.072 0.053 −0.044 0.053

职业污名感×主动型
　职业污名应对策略

0.215*** 0.060

职业污名感×回避型
　职业污名应对策略

−0.124* 0.050

χ2=429.350 χ2=423.906 χ2=411.523 χ2=427.547 χ2=421.831
Δχ2=5.444*

（Δdf=1）
Δχ2=12.383**

（Δdf=1）
Δχ2=3.441
（Δdf=1）

Δχ2=5.771*

（Δdf=1）
R2=0.06 R2=0.09 R2=0.14 R2=0.07 R2=0.10

ΔR2=0.03 ΔR2=0.05 ΔR2=0.01 ΔR2=0.03
　　注：员工样本量N=218；相关变量已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p<0.05，**p<0.01，***p<0.001。
 
 

假设H3a提出，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会减弱职业污名感对核心自我评价的负向影响，

从表3的模型3可见，职业污名感和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的乘积项与核心自我评价显著正

相关（β=0.215，SE=0.060，p<0.001）。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在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低于

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条件下，职业污名感对核心自我评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394，
SE=0.036，p<0.001）（Aiken等，1991）；而当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

时，职业污名感对核心自我评价没有显著影响（β=0.036，SE=0.069，n.s.），这一调节效应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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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由图2可见，职业污名感对核心自我评价的负面影响在主动型应对策略高的时候是不显

著的。可见，假设H3a得到了观测数据的支持。假设H3b则认为，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会加

强职业污名感对核心自我评价的负向影响。从表3的模型5可以看到，职业污名感和回避型职业

污名应对策略的乘积项显著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0.124，SE=0.050，p<0.05）。简单斜率分析

结果显示，在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条件下，职业污名感对核心自

我评价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31，SE=0.036，n.s.）；而当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高于平

均值一个标准差时，职业污名感对员工核心自我评价的负向影响显著（β=−0.217，SE=0.069，
p<0.001），这一调节效应如图3所示。从图中可见，当员工采取更多的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

时，职业污名感对核心自我评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当员工较少采取回避型职业污名应

对策略时，职业污名感对核心自我评价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可见，假设H3b亦得到了观测数

据的支持。

假设H4a、H4b提出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分别减弱和增强

核心自我评价对职业污名感和任务绩效的中介作用。如表5所示，职业污名感、核心自我评价和

任务绩效之间的间接效应在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高时不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05，置信

区间为[−0.007，0.040]），在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低时则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52，置信

区间为[−0.079，−0.015]），组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diff=0.057，置信区间为[0.017，0.108]）。假设

H4a得到观测数据的支持。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为，取低

表 4    模型回归系数表（二）

预测值
任务绩效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估值 标准误 估值 标准误 估值 标准误

截距 3.761*** 0.316 3.595*** 0.313 3.632*** 0.309
性别 −0.036 0.146 −0.002 0.144 −0.017 0.142
年龄 −0.004 0.007 −0.001 0.007 −0.001 0.007
受教育程度 0.061 0.042 0.072 0.042 0.072 0.041
工作年限 0.013 0.007 0.012 0.007 0.012 0.007
身体肮脏感 0.046 0.037 0.056 0.036
职业污名感 −0.093* 0.040 −0.076 0.040
核心自我评价 0.136*** 0.038 0.131** 0.037

χ2=315.743 χ2=309.907 χ2=303.863
Δχ2（1）=11.88***

R2=0.06 R2=0.10 R2=0.13
ΔR2=0.07

　　注：员工样本量N=218；相关变量已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p<0.05，**p<0.01，***p<0.001。

表 5    间接效应及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0.014 [−0.034，−0.0003]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
+1标准差 0.005 [−0.007，0.040]
−1标准差 −0.052 [−0.079，−0.015]
差异 0.057 [0.017，0.108]

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
+1标准差 −0.028 [−0.061，−0.008]
−1标准差 0.004 [−0.018，0.023]
差异 −0.032 [−0.069，−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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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时中介效应不显著，此时中介效应值为0.004，置信区间为[−0.018，0.023]，而取高值时中介效

应显著，此时中介效应值为−0.028，置信区间为[−0.061，−0.008]，组间差异显著（diff=−0.032，置
信区间为[−0.069，−0.005]）。可见，假设H4b亦得到了观测数据的支持。

五、  结论与讨论

（一）结果分析

第一，职业污名感会显著降低员工核心自我评价。此研究结果验证了Hughes（1951）关于

肮脏工作从业者的自我认知由于其所从事职业具有的污点特征而受到贬损的推论。我国肮脏

工作从业者数量庞大，且大多从事着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工作，理应获得尊重，然而职

业污名的客观存在却对这部分从业者自我认知的提升产生威胁。自我提升是个体的基本需求，

自我认知的下降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价值感和自信心，亦会作用于工作行为。尤为严重的是，

大多数肮脏工作从业者处于社会底层，受职业污名影响而形成的群体不被认可和不自信甚至

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深远。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关于个体会以所属群体的特征来进

行自我界定的观点，从理论上论证了职业污名感会贬损从业者的核心自我评价，并借助来自煤

矿工人的数据验证了所提假设，希望能借此使社会各界更清晰地认识到职业污名对从业者负

面影响的严重性以及改善这一现状的迫切性，从政策法规、媒体宣传、大中小学教育、职业教

育、企业培训等各方面采取措施，在全社会形成劳动没有高低之分的职业评判氛围，尊重每一

位劳动者的付出，培养人们积极向上的择业观。

第二，职业污名感对从业者的任务绩效有负向影响。以往有关职业污名影响机制的研究更

多关注的是职业污名对从业者情绪及认知的影响，有关行为影响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基于社会

认同理论可知，外界对个体所属群体的评价会成为个体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当意识到自己的工

作“不受欢迎”时，个体劳动投入越多，心理落差就可能越大，因此他们会减少工作投入，也可能

趋向于回避污点特征明显但往往是最关键的能够提升绩效的工作任务，其任务绩效由此下降。

进一步地，本文探讨并验证了职业污名感降低核心自我评价，核心自我评价的降低又影响任务

绩效的影响机理。职业污名是由社会建构的，稳定性强且影响范围广，然而迄今为止理论上有

关职业污名的研究相对不足，探讨职业污名对工作行为影响的研究更是十分缺乏，未来的研究

应加大这方面的探讨。

第三，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能够缓解职业污名感对核心自我评价的负向影响，回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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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则会增强职业污名的负面影响。基于压力应对理论可知，职业污名感的影响

会受到被污名化者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的制约，当应对能力强时，负面影响会减弱，而当应对能

力弱时，负面影响会增强。本文的数据结果显示，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高时，职业污名感对

从业者核心自我评价没有显著影响，而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高时，职业污名感对从业者核

心自我评价的负面影响最强。这一结果回应并检验了Ashforth和Kreiner（1999）基于实践经验

提出的“在采取一定应对策略的情况下，职业污名并不一定会负向影响从业者自尊”的观点，并

进一步验证了Bosmans等（2016）提出但未进行实证检验的“主动型和回避型两种污名应对策

略作用方向相反”的推论。现有有关职业污名的研究大多关注从业者个体认知层次的职业污名

应对策略，但是定量研究尚未出现，通过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本研究的结果揭示了从业者自身

所持有的应对策略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对实践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二）理论贡献

第一，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本文对职业污名感会降低员工的核心自我评价这一假设进行了

验证。已有的职业污名研究文献大多将职业污名感对员工自我评价的负面影响作为研究的前

置条件，却忽略了对该条件是否成立本身的量化验证（Hughes，1962；Bosmans等，2016），基于

定性分析的研究亦没有达成共识。本文的观测数据支持了职业污名感负向影响员工核心自我

评价的假设，夯实了职业污名研究领域的这一基础性问题，丰富了职业污名影响机制研究。

第二，本文验证了职业污名感对任务绩效的负面影响，丰富了职业污名感结果变量研究。

观测职业污名对从业者工作行为的影响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全面地探讨职业污名的影响机理。

第三，基于压力应对理论，本文验证了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对职业污名负面影响的缓

解作用，而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则会强化职业污名对员工核心自我评价的负面影响。尽管

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可能起到的效果在一些质性研究文献中屡被提及，但具有明确数据关系的

例证却并未出现，本文从污名应对视角丰富了对职业污名影响机理的研究。

第四，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有关职业污名理论的量化研究相对不足，本文通过来自煤矿工

人滞后两期、上下级匹配的观测数据，对理论模型和所提假设进行了验证，为职业污名理论的

量化研究增加了应用实例。

（三）实践启示

第一， 对于从业者而言，职业不仅是其赖以生存的方式，同时也构成了其生活本身，对个

人影响深远。本文的研究结果启示我们，面对外界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轻视或负面评价，从业

者应当善于发现工作中美好的一面，比如对社会的价值、对个人技能的提升等，从而达到维护

自我认知的目的。从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对职业污名负面影响的增强作用来看，从业者应

当认识到对职业污名的消极回避不仅没有效果，反而有可能加剧其负面影响，在日常工作和生

活中要尽可能避免采用回避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

第二，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对职业污名感负面影响的缓解作用表明，企业管理层应当

致力于在企业中形成一种弘扬职业精神和职业自豪感的文化氛围，帮助员工树立积极的职业

意识形态，从而减少职业污名给员工自我认知和工作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企业员工培训提供了参考。应对策略包括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方

面的应激反应，员工所采取的反应很多情况下可能正是主动型应对方式，而有时则可能是回避

型应对方式，然而，员工并不一定清楚哪种方式有助于其提升自我认知，进而提升个人绩效。企

业可以据此来设计员工培训课程的内容，培养员工积极应对职业污名的能力，并防止员工对职

业污名的消极应对。

（四）研究局限

第一，量表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采用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测量题项是针对煤矿工人这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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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身体层面肮脏工作从业者的，想要代表其他非身体层面被污名化职业则有一定的局限性，

未来希望以此为基础，在多种类型的行业重复量表开发过程，以形成更加系统完整的职业污名

应对策略量表。

第二，同源偏差问题。在本文所获数据中，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数据来自煤矿工人，员工绩效

评价来自上级，尽管我们用了多期滞后和上下级匹配的方法以尽可能控制同源偏差问题，但同

源偏差问题仍难完全避免。在未来的研究中，希望能结合员工访谈、实验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解

决同源偏差问题。

第三，结果变量的单一性问题。尽管本研究提出的职业污名感经由员工核心自我评价而负

向作用于任务绩效的影响路径得到了验证，有关结果变量的讨论仍不够丰富。未来的研究需要

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探讨职业污名对员工工作行为和心理的多种影响后果。

（五）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不足是当下职业污名研究中突出的问题之

一，然而量化研究对情境因素的忽略不利于对特定职业的深入探讨，未来的研究应结合定性研

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展开。

第二，职业污名感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从业者视角的职业污名感有一定的波动性，

特别是对于服务类从业者，比如护工、客服、家政人员等，日常工作中的人际互动可能影响其职

业污名感，未来的研究应运用日记研究法来分析从业者职业污名感的波动机理，以及对员工每

日绩效的影响。

第三，劳动教育对职业污名形成及从业者职业污名感的影响研究。国务院最新发布的有关

劳动教育的文件，要求大中小学“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生产或服务性劳

动”“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从肮脏工作的内涵可以看到，一些工作

环境艰苦、脏、地位低下的工作由于不受人欢迎而具有了被污名化的可能，而职业污名的存在

也强化了人们对这类职业的排斥和对从业者的贬低，但与此同时，这些职业又是社会经济发展

所不可或缺的，从业者理应受到尊重。劳动教育的实施对于改变大众对劳动的认识，在全社会

形成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赞美劳动的氛围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当全社会对职业“好”与“不好”
形成良性的评判标准时，职业污名的形成及影响也会发生变化，未来的研究应当着重关注这一

变化。

第四，工作团队内部的污名化及应对问题。以往研究认为，职业污名会激发工作团队内部

较为独特的团队文化的形成，使得团队管理者和团队成员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增强团队成员

共同应对职业污名的能力。实践中，员工却常常要面对来自工作组内部的污名化压力，如男性

矿工排斥女性矿工等。团队内部的污名化和团队凝聚力是矛盾的还是可能共存？是主观形成的

还是企业制度或文化传承的结果？是否可以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如何干预？这一系列的问题值

得未来的研究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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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threat of occupational stigma to employees’ self-evaluation is ofte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researchers to argu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occupational stigma. However,
whether this proactive condition is valid or not remains to be verified. Drawing on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stress coping theory, this study contends that occupational stigma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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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self-evaluation of employees, and is indirectly related to employee task performance through
core self-evaluation. This study further proposes that active occupational stigma coping strategies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stigma on core self-evaluation, while avoidant occupational stigma
coping strategies strengthen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We collected paired data from 218 coal miners and their direct supervisors through three waves. In
the first phase, we collected data about occupational stigma perception and stigma coping strategies
from 246 coal miners; after one month, in the second phase, we asked the employees who had taken part
in our first-phase survey to fill CSE and gained 239 valid questionnaires; another month past, we asked
the direct supervisors of the employees who had completed the previous two-phase questionnaires to
comment on the task performance of their subordinates. At last, we matched the three-time data and got
218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upport all our hypotheses.

The mai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lie in two aspects: Firstly, this study explores and demonstrates
the hypothesis that occupational stigma perception ha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CSE. This finding
responds to Hughes’s conclusion that occupations’ dirtiness characteristics might destroy employees’
self-cognition, which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occupational stigma. Secondly, this
study analyzes and demonstrates whether and how different occupational stigma coping strategies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occupational stigma on employees effectively and expands the mechanism
of occupational stigma from the stress coping perspective. The finding about active occupational stigma
coping strategies explains and validates the opinion put forward by Ashforth and co-authors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occupational stigma does not necessarily negatively affect employees’ self-esteem
because employees might adopt active coping strategies;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 between
the two occupational stigma coping strategies, active and avoidant, demonstrate the inference that
Bosmans and co-authors put forward but failed to prove: the influence effects of different stigma coping
strategies may not be consistent.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s as follows: Coping strategies include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stress responses. Employees sometimes hold the strategy of active coping, and sometimes
avoidant coping, but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know which one is helpful for them to alleviate their
destroyed self-view and thus improve their job performance. Enterprises can design training courses and
contents accordingly to improve employees’ ability to actively deal with occupational stigma.

Key words: occupational stigma; occupational stigma coping strategies; core self-evaluation; task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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